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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背景下地域碳达峰状态研究
———基于差异化政策环境的比较分析

张彩云 沈美娜 胡怀国

[摘要]本文设定三类与碳排放紧密关联的政策环境,构建包含机器人的扩展的STIRPAT模

型,模拟差异化政策环境和机器人应用对地域碳达峰状态的影响。研究发现:宽松政策环境下,多

数省域难以实现碳达峰;稳健政策环境下,机器人应用可推动部分省域达到良好的碳达峰状态;严

格政策环境下,大部分省域虽能提前实现碳达峰,但须经历一定经济损失后,才能更快实现经济与

环境 “双赢”,比之稳健政策环境,机器人的作用相对较小;各地适宜的政策环境和机器人的作用

因减排增效能力而异;机器人优势的发挥与其促进技术创新、优化资源配置、加速劳动力结构升级

有关。各地应营造适宜的政策环境,并充分优化机器人配置,在实现碳达峰的同时保证经济与环境

“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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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顺利实现 “双碳”目标不仅是中国担当大国责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需要,更是

为全球各国携手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实践贡献了中国方案。我国正值碳达峰的关键时期,碳减排是

实现经济与环境 “双赢”这一低碳经济发展宗旨的关键途径与核心体现。① 为此,我国不仅明确提

出碳减排的阶段性目标,还致力于构建低碳政策体系以加快降碳进程、兑现 “双碳”承诺。例如,
《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将2030年的碳减排目标确定为比2005年下降65%以上,《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将 “十四五”时期的碳减

排任务以约束性目标的形式确定为18%。为确保降碳目标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我国密集

出台了一系列碳减排制度与政策,如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 (试行)》《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

制度改革的意见》等,旨在将市场手段与行政监管深度结合,尽快形成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低

碳政策体系,不断巩固减排效果。由此可见,碳达峰的推进速度与政策环境密切相关,在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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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平稳推进且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的政策环境下,中国有望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① 因此,国家

与各地区共同营造出既推进碳达峰进程又兼顾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政策环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除政策环境外,数字化时代为碳减排提供了诸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若运用得当,其将与政策

环境形成合力,共同助力碳达峰。人工智能正重构各行各业的生产模式,对推动 “双碳”目标进程

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其凭借强大的数据处理与分析能力精准洞察绿色产品需求与碳减排环境

政策执行效果,为各主体绿色低碳行动提供了靶向指引。同时,各类人工智能技术也与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加快了低碳技术、零碳技术与负碳技术在生产全过程的广泛使用,为解决碳排放问题提供

了技术支持。放眼国际,Cortés等早在1999年就提出人工智能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工具,要深

入促进人工智能与环境的深度融合。② 此后,Bolón-Canedo等认为智能化给环境治理带来了深刻影

响,要发挥好机器人在环境治理方面的积极作用。③ 当前,深化机器人等智能化技术的应用,可助

力各地区拥有良好的碳达峰状态,即在碳达峰基础上实现经济与环境 “双赢”。基于此,本文在宽

松、稳健与严格三类政策环境下模拟机器人应用对各省域碳达峰状态的影响,这项工作不仅为政策

环境与机器人应用在实现碳达峰目标及经济与环境 “双赢”中所发挥的作用提供了实证依据,还为

各省域如何结合自身发展现状及未来目标,营造适宜的政策环境并充分运用好机器人以平衡好环境

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了一定参考。
已有部分学者采用动态模拟方法研究了不同政策环境下的碳排放轨迹及其达峰时间,这为本文

的模拟过程提供了政策环境参考。工业领域的碳排放模拟结果显示,强政策干预可推动工业部门提

前达峰并降低峰值水平④,而在稳健政策环境下,能源价格扭曲可使工业碳排放峰值提前两年到

来⑤。在建筑领域,低碳情景下强化能效与清洁能源政策可显著释放建筑物制冷或采暖的减排潜

力。⑥ 城市层面的低碳试点政策评估表明,政策设计的透明度和执行机制的完善程度是决定政策效

果的关键因素,环境政策要实现预期效果,需要同时具备明确的量化目标和可靠的执行保障机

制。⑦ 此外,多模型对比发现,与无政策相比,1.5°C温控目标要求电力部门承担更严格的脱碳责

任,到2050年,累计政策成本可能达GDP的2.8%~5.7%。⑧
从以往经验来看,机器人应用对碳排放的影响尚无定论,具体分为抑制效应与促进效应。就抑

制效应而言,多数研究认为机器人应用可以显著抑制碳排放⑨;类似地,有研究发现机器人应用只

有超过一定阈值时才能显著抑制碳排放�10,机器人应用可以产生规模增排效应和技术减排效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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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高于前者时,碳排放总量才是降低的①。少数研究认为,机器人应用增加了碳排放。在人口密

集的国家或地区,机器人应用带来的产出规模越大,能源消耗也越高,碳排放会随之增加。② 受能

源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机器人应用也可能导致碳排放增加,即当由技术创新产生的

能源节约量被能源需求的增加量冲抵时,就会产生 “能源回弹效应”,从而增加碳排放。③ 机器人

为何能够对碳排放产生上述影响? 本文将其归纳为三大核心途径:一是促进技术进步,二是提高效

率 (如生产效率、能源使用效率等),三是引致劳动力替代。④ 从促进技术进步角度看,机器人应

用不仅通过促进企业技术进步降低了碳排放⑤,还通过增加绿色研发投资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

新,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碳减排的关键⑥。从提高效率角度看,机器人应用可以通过资本积

累和自动化程度的深化提高企业生产效率,进而降低碳排放。⑦ 类似地,机器人应用还可通过提高

能源使用效率降低碳排放强度。⑧ 从劳动力替代角度看,机器人应用可以减少企业对传统劳动力尤

其是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而转向对能够掌握机器人应用技术的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⑨,这种劳动

力结构调整可以使机器人在生产过程中保持更稳定的工作状态�10,减少因人为失误或操作不当导致

的能源浪费,从而降低碳排放�11。
与上述研究不同的是,本文要评估差异化政策环境和机器人应用对碳达峰状态的影响,碳排放

决定模型就成为量化分析的关键。一些学者基于随机影响回归模型 (STIRPAT)对碳排放的影响

因素进行分解,认为机器人、能源结构、城镇化率、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发展等因素对碳排放具有显

著影响。�12 部分学者采用一般均衡模型 (DCGE、CGE、DSGE等)模拟了能源使用效率、要素配

置效率以及行业技术冲击等因素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13 此外,邵帅等分别利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

分解模型 (LMDI)与广义迪氏指数分解模型 (GDIM)分解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并基于蒙特卡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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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模拟碳排放量。① 本文重点关注宏观变量对碳排放长期趋势的影响,并结合政策环境进行动态

预测,STIRPAT模型因其灵活性、对宏观变量的兼容性以及跨期趋势分析的适配性,更能有效服

务于研究目标。因此,本文最终选择扩展的STIRPAT模型对碳排放进行预测。
总体而言,既有研究为本选题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及方法参考,但其仍有可深化之处,

这也成为本文的创新点:第一,本文采用情景分析法,将政策环境分为宽松、稳健与严格三类,以加

入机器人后扩展的STIRPAT模型为基础,运用蒙特卡洛方法对中国各省域碳排放趋势进行动态模拟

以预测碳达峰年份,并利用Tapio脱钩指标分析各省域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 “脱钩”情况,为定量分

析差异化政策环境和机器人应用对碳达峰状态的影响提供了方法及结果支撑。第二,将机器人纳入碳

排放决定方程之中,模拟差异化政策环境下各省域未来十五年的碳排放趋势及经济与环境 “双赢”的

状态,全面展示了机器人应用在碳达峰状态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机器人应用

发挥作用的机制,为研究机器人应用在环境领域的影响及其发挥作用的政策条件提供了新视角。第

三,本文将省域总结为减排增效能力强、减排增效能力较强、减排增效能力有待加强三类,针对各类

省域的碳达峰状态及其对政策环境和机器人应用的依赖程度提出不同建议,为不同地区营造适宜的政

策环境并充分发挥好机器人的作用,以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了实证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1.扩展的STIRPAT模型

在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中,
 

STIRPAT模型被广泛应用,该模型源自Ehrlich和Holdren所提

出的IPAT恒等式②,其以环境负荷为分析对象,将影响因素归纳为人口、富裕程度和技术水平。
在此基础上,York等提出了STIRPAT模型③:

  I=a×Pb×Ac×Td×e (1)

其中,I代表环境负荷,P 代表人口,A 代表富裕程度,T 代表技术水平;a是常数项;b、
c、d分别是P、A、T 的指数项;e是误差项。

本文基于STIRPAT模型框架,将环境负荷定义为碳排放,并将影响因素归结为五类,即人口

因素 (城镇化率)、产业因素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经济发展因素 (人均GDP)、能源

消费结构 (煤炭消费占比)以及技术因素 (机器人密度)。据此,在对碳排放及其各影响因素取对

数的基础上,构建如下扩展的STIRPAT模型:

  lnCO2=lna+αlnUR+βlnI+γlnPG+δlnES+θlnRD+lne (2)

其中,CO2代表各省域的碳排放;UR 代表城镇化率;I代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PG 代表人均GDP;ES代表煤炭消费占比;RD 代表机器人密度。

上述扩展的STIRPAT模型主要用于识别影响碳排放的关键因素及其影响大小。然而,仅识别

影响因素无法充分回答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核心问题,即在实现碳达峰目标基础上经济与环境可否

实现 “双赢”? 这也是碳达峰状态良好与否的判断标准。为此,本文引入Tapio脱钩指标作为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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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邵帅、张曦、赵兴荣:《中国制造业碳排放的经验分解与达峰路径———广义迪氏指数分解和动态情景分析》,载 《中国工业经

济》,2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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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STIRPAT模型分析的延伸与深化,从而精确刻画出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耦合关系。
2.Tapio脱钩指标

Tapio在其研究中提出 “脱钩弹性”这一理论概念,并以此构建脱钩指标,用以衡量环境压力

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联。① 该指标通过设定弹性值区间来界定不同的脱钩状态,将环境—经济

的互动关系分为三种基本类型:连接、正脱钩和负脱钩。基于弹性值的具体区间可以进一步细分为

八种状态:弱脱钩、强脱钩、弱负脱钩、强负脱钩、扩张负脱钩、扩张连接、衰退脱钩和衰退连

接。这种分类有助于更准确地描述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计算公式为:

  ε=ΔC
/C

ΔG/G
(3)

其中,ε为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弹性指标;C 为基期碳排放,ΔC 为现期相对于基期的碳

排放变化量;G 为基期人均GDP,ΔG 为现期相对于基期的人均GDP变化量。表1的判别逻辑基

于碳排放变化 (ΔC)与经济发展水平变化 (ΔG)的协同关系,遵循 “符号定性、数值定量”的双

重标准。当两者符号相同时,即碳排放与经济发展水平变化方向是同步的,需进一步通过ε值细

分:0<ε≤0.8反映弱关联 (弱脱钩、弱负脱钩),表明相较于经济发展水平变动幅度,碳排放变

动幅度较小;0.8<ε≤1.2表明二者变动幅度相近,为连接状态 (扩张连接、衰退链接);ε>1.2
表示碳排放变动幅度显著大于经济发展水平变动幅度 (扩张负脱钩、衰退脱钩),这些状态均意味

着碳减排须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即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难以协同。当两者异号时,可分为强负脱

钩 (ΔC>0且ΔG<0,此时为最差状态)与强脱钩 (ΔC<0且ΔG>0,此时为理想状态)。简言

之,强脱钩要求碳减排与经济发展水平严格同步,是唯一实现经济与环境 “双赢”的理想状态。

 表1 脱钩状态的判别标准

ΔC ΔG ε 脱钩状态

<0 >0 ε<0 强脱钩

>0 >0 0<ε≤0.8 弱脱钩

>0 >0 0.8<ε≤1.2 扩张连接

>0 >0 ε>1.2 扩张负脱钩

<0 <0 0<ε≤0.8 弱负脱钩

<0 <0 0.8<ε≤1.2 衰退连接

<0 <0 ε>1.2 衰退脱钩

>0 <0 ε<0 强负脱钩

(二)分析方法与模拟方法

基于扩展的STIRPAT模型,本文需要在情景分析法基础上,利用蒙特卡洛模拟来预测碳排放

趋势。情景分析法,也称为情景描述法,是一种结合定性和定量信息,通过构建未来的可能情景以

辅助预测与决策的方法。本文通过选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设定三类政策环境:宽松政策环境、稳

健政策环境与严格政策环境,并为每类政策环境下的影响因素设定中间值与变动幅度。
上述政策环境下的碳排放趋势预测需要通过蒙特卡洛模拟实现,蒙特卡洛模拟是一种在不确定

性条件下进行趋势预测的有效工具。它通过考虑多种情景和结果,形成一种全面的、概率性的视

角,可更好地预测复杂系统的长期行为。本文利用Python,结合已有的演变关系模型,针对三类

不同的政策环境,通过对相应因素的潜在年均变化率进行随机取值,分别对各省域每年的碳排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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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10
 

000次模拟。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得到大量可能的碳排放结果及其概率分布,从而更加全面地

了解碳排放在未来的演化路径,显著增强模拟的仿真能力。
(三)变量处理与数据来源

1.变量处理

本文参考既有文献①的通行做法,利用Bartik工具变量法来构造机器人变量。首先,将国际机器

人联合会 (IFR)数据与国民经济两位行业分类匹配得到中国制造业各行业机器人存量数据;其次,
选定基准年份 (2008年)计算各省域各行业机器人密度的分配比重;最后,计算出省域层面的机器人

密度。公式如下:

  RDj,t=∑
S

s=1

Emps,j,t=2008

Empj,t=2008
×

Robots,t

Emps,t=2008
(4)

其中,s表示不同行业,RDj,t 为j省 (区、市)在年份
 

t时的机器人密度,Emps,j,t=2008为j省

(区、市)的行业s在2008年的就业人数,Empj,t=2008表示
 

j省 (区、市)在2008年的就业人数,

Robots,t 表示行业s在年份
 

t时的机器人存量,Emps,t=2008表示行业
 

s在2008年的就业人数。
2.数据来源

在剔除数据严重缺失的样本后,本文选取29个
 

省 (区、市)② 的面板数据。其中,机器人数

据覆盖年限为2008—2021年,其余变量的数据均为2000—2021年。碳排放数据来源于中国碳核算

数据库 (CEADS);机器人密度相关数据来源于国际机器人联合会 (IFR)与 《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2008》;其他变量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普查年鉴》及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③

三、差异化政策环境的相关数值设定

本文总结出宽松、稳健与严格三类政策环境,系统评估不同政策环境下机器人应用对碳达峰路

径的影响,三类政策环境分别反映了中国政策实践的 “市场主导型”发展路径、“技术赋能型”渐

进减排、“产业重构型”深度脱碳,为厘清差异化政策环境、机器人应用对碳达峰状态的影响提供

了梯度化分析框架。
(一)宽松政策环境下各影响因素的数值设定

宽松政策环境是在五个影响因素的历史发展趋势基础上,假设当前的经济环境与技术条件基本

保持不变,同时不实施额外的减排政策,依据各影响因素的发展惯性外推得到的情景。为尽可能准

确地设定各影响因素的年均变化率,本文主要参考邵帅等④、林伯强和刘希颖⑤以及王思博等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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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D.Acemoglu,
 

and
 

P.Restrepo.“Robot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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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
 

Market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20,
 

128
 

(6):
 

2188 2244;许健、季康先、刘晓亭等: 《工业机器人应用、性别工资差距与共同富裕》,载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2(9);王永钦、董雯:《人机之间:机器人兴起对中国劳动者收入的影响》,载 《世界经济》,2023(7)。

不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
需要强调的是,部分指标的数据在2021年之后尤其是2023年和2024年缺失比较严重,大量缺失值需要通过线性插值法补

齐,因此,比之加入2022—2024年的数据,利用2021年及之前的数据预测的碳排放趋势及Tapio脱钩指标值准确度较高。即便

如此,我们仍然采用线性插值法加入2022—2024年的数据对碳达峰状态加以预测,以对基本结论进行稳健检验,其结果证明,政

策环境和机器人应用尤其是前者对碳排放状态有着十分关键的影响,后者在前者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减排增效作用,这一结论与

基本结论类似。详见http://xuebao.ruc.edu.cn/attached/file/20250923/20250923103036_183.pdf。
邵帅、张曦、赵兴荣:《中国制造业碳排放的经验分解与达峰路径———广义迪氏指数分解和动态情景分析》,载 《中国工业经

济》,2017(3)。
林伯强、刘希颖:《中国城市化阶段的碳排放:影响因素和减排策略》,载 《经济研究》,2010(8)。
王思博、庄贵阳、窦晓铭:《中国省域碳达峰梯次划分与差异化排放路径———基于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双重视角的考察》,载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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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设定中的分析思路以及现实发展规律,分别求出各影响因素在2000—2021年、2005—2021
年、2010—2021年、2015—2021年的年均变化率 (机器人划分时间段为2008—2021年、2013—
2021年与2018—2021年)。其中,各影响因素的最小值、最大值分别作为2025—2040年各因素的

潜在年均变化率的最小值、最大值,而剩余周期中距离当前最近周期的年均变化率被作为对应影响

因素的潜在年均变化率的中间值,具体数值设定见表2。①
在设定各影响因素的变动幅度时,本文首先计算国家层面以及省域层面各影响因素的年均变化

率,在此基础上,设定各影响因素的变动幅度,以期能够覆盖绝大多数省域的变化率。结合相关文

献以及2000—2021年城镇化率的增长率变化范围,将城镇化率的波动幅度设定为0.2%。同理,
将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波动幅度设定为0.5%。人均GDP包括GDP总量和人口数量两

部分,结合相关文献所提供的不同人口波动幅度方案下的预测值,将人均GDP的波动幅度设定为

2.3%。由于中国能源消费结构面临较大的调整难度,本文设定能源消费结构潜在变化率的波动幅

度为0.2%。近些年机器人密度的增长率较高且变化范围较大,本文将其波动幅度设定为5%。
(二)稳健政策环境下各影响因素的数值设定

稳健政策环境是在宽松政策环境基础上进行的调整,即假定城镇化率、人均GDP及机器人密

度的增长速度均有所放缓,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能源消费结构的下降速度变快。其中,
就2025—2030年阶段而言,前四个影响因素年均变化率的中间值等同于宽松政策下的中间值,需

要强调的是,机器人密度在经历了高速增长后逐渐放缓,2018年之后其每年的增长率未超过20%。
因此,本文将2018—2021年机器人密度的年均变化率作为2025—2030年的中间值。相应地,该阶

段的最小值作为2031—2035年对应因素的中间值,2031—2035年的最小值则进一步作为2036—
2040年对应因素的中间值,具体数值设定见表2。

(三)严格政策环境下各影响因素的数值设定

严格政策环境下各影响因素年均变化率中间值的设定遵循了相关政策文件、文献中对于各因素

未来发展趋势的规划预期,确保各项指标参数与政策目标的最高预期值严格一致。关于城镇化率,
结合 《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

问题报告No.22》的预测值,中国城镇化率2030年提升至接近70%,
 

2035年约为75%,2050年

将达80%。据此,结合已有数据,可得到其年均变化率的中间值。关于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

重,参考相关文献推测,2030年前中国工业部门结构的降幅预计在2个百分点至4.2个百分点之

间,到2035年与2050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将分别降至约28%与24%,并维持在接近

24%的水平。② 据此,可得到该影响因素在2025—2035年以及2036—2040年年均变化率的中间

值。关于人均GDP,根据预测,中国2026—2030年、2031—2035年以及2036—2040年人均GDP
的年均变化率分别为4.841%、4.575%以及4.023%。③ 以上年均变化率结合人均GDP的波动幅

度 (±
 

2.3%)可涵盖中国近些年人均GDP每年的实际变化率。因此,我们将以上三个数值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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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尽管2022—2024年的各因素在现实中已然发生,但限于数据可得性,本文只能根据官方已经发布的有关文件与数据对各因素

统一进行估算。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4年的人口城镇化率为67%,结合已有数据,
可推算其2022—2024年的年均变化率为1.158%。按照同样的思路,可分别推算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人均GDP、煤炭

消费占比2022—2024年的年均变化率。根据工信部等15个部门联合印发的 《“十四五”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2025年制造业机

器人密度较2020年将实现翻番,可推算2022年至2024年期间机器人数量的年均变化率为14.870%。以上分析所得到的
 

2022—
2024年各因素的年均变化率同时作为稳健政策、严格政策下的起始数据,即三种政策环境在

 

2022—2024年的状态水平是一致的,
这部分数据具体见表2中 “2022—2024年”部分的统计结果。

朱民、张龙梅、彭道菊:《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与潜在经济增长率》,载 《中国社会科学》,2020(11)。
张晓晶、汪勇:《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下的经济增长展望———基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测算》,载 《中国社会科学》,

 

202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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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为2025—2030年、2031—2035年以及2036—2040年年均变化率的中间值。关于煤炭消费占比,
本文结合已有数据①得到该因素在2025—2030年、2031—2035年及2035—2040年年均变化率的中

间值。关于机器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

目标纲要》,中国将继续通过政策支持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的大力支持、资本的持续

注入以及市场的广阔前景,为机器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在严格政策环境下,机器人

密度增长率的中间值不予降低,与稳健政策环境保持一致。

 表2 三类政策环境下各影响因素的年均变化率 单位:%

自变量
2022—2024年 2025—2030年 2031—2035年 2036—2040年

最小值 中间值 最大值 最小值 中间值 最大值 最小值 中间值 最大值 最小值 中间值 最大值

宽
松

UR  0.958 1.158 1.358 2.042 2.378 2.804 2.042 2.378 2.804 2.042 2.378 2.804

I -2.927-2.427-1.927-1.515-1.107-0.635-1.515-1.107-0.635-1.515-1.107-0.635

PG 3.278 5.578 7.878 8.462 9.216 11.693 8.462 9.216 11.693 8.462 9.216 11.693

ES -1.852-1.652-1.452-2.183-1.924-0.958-2.183-1.924-0.958-2.183-1.924-0.958

RD 9.870 14.870 19.870 17.418 32.277 36.513 17.418 32.277 36.513 17.418 32.277 36.513

稳
健

UR  0.958 1.158 1.358 2.178 2.378 2.578 1.978 2.178 2.378 1.778 1.978 2.178

I -2.927-2.427-1.927-1.607-1.107-0.607-2.107-1.607-1.107-2.607-2.107-1.607

PG 3.278 5.578 7.878 6.916 9.216 11.516 4.616 6.916 9.216 2.316 4.616 6.916

ES -1.852-1.652-1.452-2.124-1.924-1.724-2.324-2.124-1.924-2.524-2.324-2.124

RD 9.870 14.870 19.870 10.758 15.758 20.758 5.758 10.758 15.758 0.758 5.758 10.758

严
格

UR  0.958 1.158 1.358 0.682 0.882 0.928 1.186 1.386 1.586 0.232 0.432 0.632

I -2.927-2.427-1.927-2.939-2.439-1.939-2.939-2.439-1.939-1.515-1.015-0.515

PG 3.278 5.578 7.878 2.541 4.841 7.141 2.275 4.575 6.875 1.723 4.023 6.323

ES -1.852-1.652-1.452-2.359-2.159-1.959-2.957-2.757-2.557-4.716-4.516-4.316

RD 9.870 14.870 19.870 10.758 15.758 20.758 5.758 10.758 15.758 0.758 5.758 10.758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差异化政策环境、机器人应用与碳达峰状态

宽松政策环境意味着决定碳排放的各因素按照各自的既定路径发展,并未将碳排放作为约束条

件考虑在内,因而宽松政策环境难以扭转碳排放不断增加的趋势,更难以实现经济与环境 “双赢”。
本文计算了宽松政策环境下不考虑机器人应用与考虑机器人应用时各省域的碳达峰年份及Tapio脱

钩状态②,各个时间段内实现碳达峰的省域数量见表3,实现碳达峰的省域的脱钩状态分布情况见

表4。
不考虑机器人应用时,仅有8个省域在2030年之前实现碳达峰,2个省域在2030年之后实现

碳达峰,多数省域未实现碳达峰。进一步分析发现,实现碳达峰的10个省域中,有6个省域始终

保持强脱钩状态,即在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降低了碳排放,真正实现了经济与环境 “双赢”,

—25—

①

②

综合并对比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制定的 《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 (2016—2030)》、国家能源集团发布的 《中国能源

展望2025—2060》、中国石化集团编著的 《中国能源展望2060》的相关数据,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煤炭消费占比在2025年

为51.3%,到2030年为46%,到2035年将降至40%以下,到2050年则降至20%左右。
三类政策环境下,各省域的碳达峰年份及Tapio脱钩状态因篇幅所限均未列示,详见http://xuebao.ruc.edu.cn/attached/

file/20250923/20250923103036_18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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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始终处于良好的碳达峰状态;
 

3个省域经历了从弱脱钩向强脱钩的转变,最终也可以实现 “双
赢”;1个省域能够实现碳达峰,但始终无法保证经济与环境 “双赢”。其他省域不仅未实现碳达峰

目标,且多处于弱脱钩状态,即碳排放仍随经济增长而增加,未实现经济与环境 “双赢”。考虑机

器人应用后,只有2036—2040年间碳达峰省域增加2个,其他年份实现碳达峰的省域数量与不使

用机器人时毫无差别。就实现碳达峰的12个省域而言,在碳达峰后的年份中,7个省域始终保持

强脱钩状态,2个省域逐渐实现从弱脱钩到强脱钩的转变,3个省域始终未实现强脱钩。其他省域

不仅未实现碳达峰目标,也未实现经济与环境 “双赢”。可见,无论是2030年的碳达峰目标还是经

济与环境 “双赢”的状态,只要与碳排放有关的政策环境是宽松的,绝大部分省域很难同时实现这

两个目标,尽管机器人有助于少数省域达到良好的碳达峰状态,但其作用不足以扭转整体局面。
稳健政策环境将碳减排纳入考虑范围,影响碳排放的各项指标的发展速度必须平稳,以确保各

地区在实现碳达峰道路上保证经济与环境的协同性。本文计算了稳健政策环境下不考虑机器人应用

与考虑机器人应用时各省域的碳达峰年份及Tapio脱钩状态,表3和表4展示了各个时间段内实现

碳达峰和处于不同脱钩状态的省域数量。
在稳健政策环境下,不考虑机器人应用时,13个省域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9个省域在

2030年之后实现碳达峰,远超宽松政策环境下实现碳达峰的省域数量。就实现碳达峰的22个省域

而言,6个省域在碳达峰年份及后续年份中,均保持强脱钩这一状态,顺利实现经济与环境 “双
赢”,13个省域在碳达峰初期并非强脱钩状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也可实现经济与环境 “双
赢”,只有3个省域未实现经济与环境 “双赢”。进一步,考虑机器人应用后,16个省域能在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8个省域在2030年之后才能实现碳达峰,仅有5个省域未实现碳达峰。就实现

碳达峰的24个省域而言,9个省域在碳达峰后一直保持强脱钩状态,14个省域从弱脱钩或扩张连

接状态变为强脱钩状态,仅有1个省域未实现经济与环境 “双赢”。经过上述分析发现,在稳健政

策环境下,大部分省域不仅能够顺利实现碳达峰,且实现经济与环境 “双赢”的省域数量也大幅度

增加,与此同时,考虑机器人应用后,提前实现碳达峰及处于经济与环境 “双赢”状态的省域数量

均明显增多。这表明,稳健的政策环境是充分发挥机器人减排作用并进一步实现经济与环境 “双
赢”的关键前提。

在稳健政策环境基础上,严格政策环境对与碳排放相关的各项指标设定了高调整目标,倒逼高

耗能行业加速智能化转型,以期通过加速产业重构推动各地区深度脱碳。我们计算了严格政策环境

下不考虑机器人应用与考虑机器人应用时各省域的碳达峰年份及Tapio脱钩状态,表3和表4展示

了各个时间段内实现碳达峰和处于不同脱钩状态的省域数量。
在严格政策环境下,不考虑机器人应用时,20个省域能如期实现碳达峰,2个省域能在

2030年之后实现碳达峰。就实现碳达峰的22个省域而言,8个省域在碳达峰年份及后续年份

中,均保持强脱钩这一状态,实现经济与环境 “双赢”,14个省域在碳达峰初期并未处于强脱钩

状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也可实现经济与环境 “双赢”。考虑机器人应用后,21个省域能

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个省域在2030年之后实现碳达峰,6个省域未实现碳达峰。就实现

碳达峰的23个省域而言,9个省域在碳达峰后一直保持强脱钩状态,14个省域从弱脱钩变为强

脱钩状态。经过数据列示可发现,在严格政策环境下,绝大部分省域可以在2030年之前实现碳

达峰,但须承受一定经济损失后①,才能更快实现经济与环境 “双赢”。机器人应用虽然可协助部

分省域达到良好的碳达峰状态,但与稳健政策环境相比,其在碳达峰及经济与环境 “双赢”中发挥

的作用较小。

—35—
① 本文的详细数据发现,严格政策环境会减少碳排放,但短期内也会影响经济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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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研究结果可以发现:第一,在宽松政策环境下,由于缺乏足够的减排压力和动力,各

省域难以实现碳达峰,更遑论实现经济与环境 “双赢”。即便引入机器人这一生产要素,其减排增

效效果也显得微不足道,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整体碳排放持续上升的趋势。第二,稳健政策环境为各

省域提供了较为适宜的减排压力和经济发展空间,在此政策环境下,绝大部分省域能够实现碳达

峰,同时机器人作为重要的减排手段,其作用得到显著体现,不仅如此,机器人应用还促进了经济

与环境 “双赢”。第三,严格的政策环境虽然促使碳达峰尽早到来,但短期内会对经济增速造成一

定冲击,当这些省域适应政策环境后,能更快实现经济与环境 “双赢”。此外,与稳健政策环境相

比,在严格政策环境下,机器人的作用较小。这三点结论足以证明,各地区要想拥有良好的碳达峰

状态,必须营造稳健或严格的政策环境,在此基础上再发挥好机器人应用在减排增效中的作用。

 表3 三类政策环境下碳达峰年份及省域数量对比

政策环境 是否考虑机器人应用 2025年之前 2025—2030年 2031—2035年 2036—2040年 未达峰

宽松
不考虑机器人应用 8 0 2 0 19
考虑机器人应用 8 0 2 2 17

稳健
不考虑机器人应用 10 3 7 2 7
考虑机器人应用 10 6 7 1 5

严格
不考虑机器人应用 18 2 2 0 7
考虑机器人应用 19 2 2 0 6

 表4 三类政策环境下实现碳达峰省域中Tapio脱钩状态及省域数量对比

政策环境 是否考虑机器人应用 年份 扩张负脱钩 扩张连接 弱脱钩 强脱钩

宽松

不考虑机器人应用

考虑机器人应用

2025年之前 1 0 2 7
2025—2030年 0 0 2 8
2031—2035年 0 0 2 8
2036—2040年 0 0 1 9
2025年之前 1 0 2 9
2025—2030年 0 0 3 9
2031—2035年 0 0 4 8
2036—2040年 0 0 3 9

稳健

不考虑机器人应用

考虑机器人应用

2025年之前 1 0 13 8
2025—2030年 0 1 11 10
2031—2035年 0 0 9 13
2036—2040年 0 0 3 19
2025年之前 1 0 13 10
2025—2030年 0 1 13 10
2031—2035年 0 0 8 16
2036—2040年 0 0 1 23

严格

不考虑机器人应用

考虑机器人应用

2025年之前 1 0 13 8
2025—2030年 0 0 3 19
2031—2035年 0 0 3 19
2036—2040年 0 0 0 22
2025年之前 1 0 13 9
2025—2030年 0 0 4 19
2031—2035年 0 0 2 21
2036—2040年 0 0 0 23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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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类省域适合的政策环境及机器人发挥的作用

在上文的模拟分析中我们观察到,能够实现碳达峰的省域在各时间段内的脱钩指标呈现多样化

特征,这些省域可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及环境保护能力对其减排增效能力进行清晰定位,据此营

造出适宜的政策环境并充分发挥好机器人的作用,以达到良好的碳达峰状态。根据各省域的碳达峰

状态,我们将之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始终保持强脱钩状态的省域,其减排增效能力最强;第二类为

能够从其他状态转为强脱钩状态的省域,其减排增效能力较强;第三类为未实现强脱钩甚至未实现

碳达峰的省域,其减排增效能力尤其是减排能力有待加强。
经表5统计,无论面临何种政策环境以及是否考虑机器人应用,6个省域均能在实现碳达峰的

基础上一直处于强脱钩状态,其减排增效能力最强。这类省域对政策环境和机器人依赖程度较低,
其政策环境选择范围最广,对机器人应用的灵活度也处于最高水平,这些省域可根据发展目标营造

政策环境,在此基础上合理运用机器人以保证经济与环境一直处于 “双赢”状态。减排增效能力最

强的其他省域虽不能在每种政策环境下都处于强脱钩状态,但其选择政策环境的广泛度及机器人应

用的灵活度也较高,这部分省域需要选择能够实现强脱钩的政策环境并合理运用机器人以保证其一

直处于经济与环境 “双赢”的状态。部分省域可选择的政策环境灵活度较高,但需要重视机器人应

用在碳减排中的应用,因为无论处于何种政策环境,机器人应用都能够使其一直处于强脱钩状态。
减排增效能力较强的省域对政策环境和机器人尤其是前者的依赖程度较高,若仅选择宽松政策

环境,或不重视机器人在减排中的作用,其难以实现碳达峰目标。部分省域在稳健政策环境和严格

政策环境下无论是否运用机器人,最终都可以实现碳达峰并保证经济与环境 “双赢”,这些省域一

定要营造稳健或严格的政策环境。部分省域在严格政策环境下会一直处于强脱钩状态,在宽松或稳

健政策环境下处于其他脱钩状态,这些省域更适合营造严格政策环境以保证碳达峰尽早到来。部分

省域若不重视机器人应用在减排中的作用,可能短期内难以实现碳达峰,这些省域一定要高度重视

机器人应用在减排增效中的作用。
对于减排增效能力有待加强的省域,尽管政策环境和机器人应用的影响相对有限,但这些省域

仍可选择严格的政策环境以加快碳达峰进度,在此基础上发挥机器人的减排增效作用,向经济与环

境 “双赢”目标迈进。

 表5 三类政策环境下处于不同碳达峰状态的省域数量对比

政策环境 是否考虑机器人应用 一直处于强脱钩状态
由其他状态变为

强脱钩状态

未实现强脱钩或

碳达峰

宽松
不考虑机器人应用 6 3 20

考虑机器人应用 7 2 20

稳健
不考虑机器人应用 6 13 10

考虑机器人应用 9 14 6

严格
不考虑机器人应用 8 14 7

考虑机器人应用 9 14 6

(三)机器人应用对碳达峰状态的影响机制

经上文分析发现,无论面临何种政策环境,机器人应用对部分尤其是个别省域的碳达峰状态有

着十分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剖析机器人应用产生上述影响的机制,以深

入阐释其如何通过特定路径促成良好的碳达峰状态。作为一种高技术含量的生产要素,机器人应用

不仅直接推动技术创新,还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此外,机器人应用提高了企业等对高技能劳动力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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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从而引致劳动力结构升级。较高的技术创新水平、高效的资源配置、不断优化的劳动力结

构都是降低碳排放并进一步达到经济与环境 “双赢”状态的重要机制。
技术创新是推动碳减排的关键动力,为验证本机制,本文选取专利申请量 (PA)作为技术创

新水平的代理变量,因其不仅更能直观反映地区创新活跃度与技术储备,还与企业研发投入、创新

成果转化等息息相关,更能有效反映地区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的影响。高效的资源配置是实现碳减排

的重要保障,本文将资源配置效率细分为资本配置效率与劳动配置效率。参考已有文献,本文使用

生产函数法对各省域的资本配置效率与劳动配置效率进行计算。① 构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并

取对数形式,通过计算边际产出与要素价格的偏离度来衡量要素的扭曲程度,各省域各年份的资本

要素扭曲程度 (CM)可作为资本配置效率的代理变量,同样的思路可计算劳动要素扭曲程度

(LM),并将其作为劳动配置效率的代理变量。劳动力结构升级为碳减排提供了人才支撑,验证本

机制的指标需要按照受教育程度将劳动力划分为低、中、高技能水平三类②,以低等技能劳动力数

量与高等技能劳动力数量的比值 (L_H)作为劳动力替代的代理变量。该比值越低,说明高技能

劳动力占比越高,其更有助于操控先进设备、优化生产流程,减少因操作不当等引发的碳排放。
机器人应用在通过上述机制促进碳减排的同时,也会因此推动经济环境高质量协同发展。首

先,机器人应用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催生新能源、节能环保等绿色技术产业,为经济增长注入活

力;其次,机器人应用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使资本和劳动力向高附加值部门集聚,助力产业结构向

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转型,优化产业结构;最后,机器人应用通过推动劳动力结构升级,在各行业

中聚集了高技能劳动力,不仅推动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还有助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进而提高经

济效益。因此,机器人应用通过推动技术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以及升级劳动力结构,为经济环

境高质量协同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最终有助于实现经济与环境 “双赢”。
技术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劳动力结构升级对机器人应用的具体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③ 技术

创新层面,第 (1)列中专利申请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机器人应用推动了技术创新,这可能源

于机器人在生产流程中的广泛应用刺激了企业对自动化技术的研发投入,进而催生了更多创新成

果。这一结果也揭示了机器人应用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尤其是与现有创新体系协同作用时,不仅能有

效地降低碳排放,还能推动绿色产业发展,进而有助于实现经济与环境 “双赢”。资源配置效率层

面,第 (2)列中资本要素扭曲程度的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机器人应用有助于减少资本错配,引

导资本流向更高效的生产环节,提高资本利用效率,从而间接降低因资源浪费产生的碳排放;第

(3)列中劳动要素扭曲程度的系数同样显著为负,反映出机器人应用减少了劳动力闲置与低效使

用,推动了劳动力优化配置,提升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碳排放。进一步,要素扭曲程度的下降还

有助于产业结构优化,进而对经济与环境 “双赢”起到推动作用。劳动力结构升级层面,第 (4)
列低技能劳动力与高技能劳动力比值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机器人应用促使劳动力结构向高技能化

转型,进而降低了碳排放,并有利于实现经济与环境 “双赢”。其原因在于高技能劳动力更善于操

控和维护机器人设备,不仅直接减少因人为操作不当引发的碳排放,还通过提升生产过程中的资源

利用效率和生产效率间接降低碳排放;与此同时,高技能劳动力占比的提升推动了技术密集型产业

的发展以及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这种叠加最终体现为机器人应用通过劳动力

结构调整助力经济与环境 “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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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刘诚、夏杰长:《线上市场、数字平台与资源配置效率:价格机制与数据机制的作用》,载 《中国工业经济》,2023(7)。
吕世斌、张世伟:《中国劳动力 “极化”现象及原因的经验研究》,

 

载 《经济学 (季刊)》,2015(2)。
为确保分析的严谨性,本文还选取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城镇化率 (UR)、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I)、人均GDP

(PG)、煤炭消费占比 (ES)、社会消费水平 (SCL)、财政支持力度 (FS)、金融发展水平 (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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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6 机制分析

变量

技术创新 资源配置效率 劳动力结构升级

PA CM LM L_H
(1) (2) (3) (4)

RD
0.716***

(0.030)
-0.046***

(0.012)
-0.017***

(0.006)
-0.583***

(0.10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省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406 406 406 406
R2 0.800 0.510 0.405 0.629

  注
 

:***、**、
 

*分别表示在1%
 

、5%
 

、10%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碳达峰是 “十五五”时期必须完成的重大任务。目前,距离碳达峰的目标年份仅剩5年,各地

区如何在国家 “双碳”决策整体部署下精准把握自身 “双碳”节奏,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目标,并

在碳达峰后找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点,实现二者协同发展,不仅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

问题的重要路径,更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鉴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

业结构、技术水平等存在较大差异,其能否实现碳达峰、实现碳达峰的年份以及能否处理好环境保

护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必将存在很大差异。基于此,本文聚焦政策环境和机器人应用这两个影响碳

排放的关键要素,验证了两者对各省域碳达峰状态的影响。
本文设定宽松、稳健和严格三类政策环境,利用蒙特卡洛模拟方法和加入机器人的扩展的

STIRPAT模型,对各省域未来十五年的碳排放情况进行了模拟和预测,并引入Tapio脱钩指标分

析各省域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状态,为定量分析各类政策环境下机器人应用能否助力早日实现

碳达峰并实现经济与环境 “双赢”,提供实证证据及解决方案。本文得到三点主要结论:第一,在

差异化政策环境下,无论是否考虑机器人应用,各省域碳达峰状态均存在显著差异。宽松政策环境

下多数省域难以实现碳达峰,更遑论经济与环境 “双赢”;在稳健政策和严格政策环境下,绝大多

数省域可以实现碳达峰,也能够实现经济与环境 “双赢”;在严格政策环境下,尽管部分省域经济

增速放缓,但因减排效果突出,不少省域能够更快进入经济与环境 “双赢”的状态。第二,在差异

化政策环境下,机器人应用对碳达峰状态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稳健政策环境为机器人提供了一个稳

定的应用基础,这类政策既保证了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又能有效抑制碳排放,在稳步推进碳达峰进

程的同时,也让机器人应用更好地推动经济与环境 “双赢”;在宽松政策环境下,由于缺乏强有力

的减排约束,机器人应用在提质增效和降低碳排放方面的潜力未得到充分发挥;在严格政策环境

下,短期内其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导致机器人的推广和应用受到一定阻碍,长期来看,突破这些阻碍

后机器人可发挥优化碳达峰状态的作用。第三,不同省域适合的政策环境以及机器人应用在实现碳

达峰中的作用均存在差异。减排增效能力强的省域对政策环境和机器人应用均具有较高的灵活度;
减排增效能力较强的省域对政策环境和机器人应用尤其是前者的依赖性较强;减排增效能力有待加

强的省域,政策环境和机器人应用的影响相对有限。此外,机器人应用之所以对部分省域的碳达峰

状态有益,是因为其可以促进技术创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有助于劳动力结构升级。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三点政策建议:
第一,因地制宜营造政策环境,平衡好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各地区应根据自身发

展阶段与碳排放特征,精准选择适宜的政策环境。减排增效能力强的地区可以经济与环境 “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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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展目标,灵活选择各类政策环境和机器人应用;减排增效能力较强的地区,应营造稳健或严格

的政策环境,并充分发挥机器人作用,在实现碳达峰基础上保证经济与环境 “双赢”;减排增效能

力有待加强的地区,应优先营造严格政策环境,尽力实现碳达峰。
第二,继续深度推广机器人应用,发挥其减排增效的多重优势。各地区应积极推广机器人应

用,鼓励企业用机器人替代传统的高能耗生产方式,以降低碳排放强度。对机器人依赖度高的地区

需高度重视机器人在减排中的关键作用,通过政策支持与引导,加速机器人在工业领域的渗透与应

用;同时,应推动机器人技术创新,提升其能源利用效率与智能化水平;此外,还要拓展机器人在

服务业、能源管理等领域的应用,充分发挥其在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中的多元优势。
第三,深化区域合作与协同,共享减排与发展经验。在制度层面,各地区应构建互动与合作机

制,分享碳达峰政策的成功案例及机器人应用的先进经验,以加快碳达峰步伐;在政策层面,政策

制定者应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推动跨区域的政策交流和环保信息共享,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既要如期实现碳达峰,更要达到经济与环境 “双赢”的目标;在技术层面,应共享机器人研发与应

用成果,一方面加速技术迭代升级,另一方面拓展机器人在环境监测、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等领域

的应用,深度挖掘机器人在减排领域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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